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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气候条件相近但社会经济制度差异显著的深圳与香港为我国制度探索与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窗口，两地的景观格局

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将深刻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以深港两地三期历史土地覆被数据为依据，应用 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预测了 ２０３０ 年景观类型，采用地学信息图谱、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对比了深港景观格局的时空分异特征，并通过地

理探测器模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了深圳与香港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的异同。 结果表明：（１）研究期内，深港两

地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各景观类型之间互相转移频繁。 深圳人造地表景观面积将持续增加，而香港则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

势；（２）深港两地的优势景观类型仍然是人造地表与林地。 两地景观形状将趋于简单，相比于香港，深圳景观在呈现较高多样

性的同时具有更为破碎化的特点；（３）夜间灯光所表征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两地人造地表的扩张影响很大。 在政策规划、社会经

济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地未来景观发展趋同存异。
关键词：景观格局演变；驱动机制；比较研究；深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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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与经济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城市景观演变呈现复杂的发展趋势。 我国深圳和香港均是粤港澳

大湾区（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缩写：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ＧＢＡ））的重要中心城市和

国际化都市，两地仅以一河为界，自然环境相似，对比研究两地城市景观格局的演变规律对于全面提升大湾区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目前，国内外对于城市景观格局的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形态和大小各异

的景观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组合［１］，来探讨城市景观格局的时空异质性。 基于景观要素的空间特征计算景

观格局指数［２⁃３］，进而理解和量化评价某地区的景观格局现状，成为分析景观格局的常用方式；同时，应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４］、地理探测器［５］、增强回归树［６］等模型探究经济、政策、文化、自然和科技等［７］ 诸多因素在

内的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也成为协调景观格局发展方向和目标的常用方法；此外，相关学者通过 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８］、ＡＮＮ⁃ＣＡ［９］、ＣＬＵＥ⁃Ｓ［１０］等模型进行未来景观格局的预测成为城市景观格局研究的重要内容。

深港两地区位相邻，具有自然禀赋相似、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共同特点，但是社会与经济制度存在差异。
深港两地的城市发展进程也有所不同，发展模式、制度政策和生态观念迥异［１１⁃１２］。 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提

出以来，以深圳或香港为研究区的城市热岛［１３］、生态修复［１４］、景观破碎化［１５］、生态系统服务［１６］等城市景观生

态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但是针对两地的景观格局演变规律与趋势系统对比的基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城市景观格局的变化能反映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１７⁃１８］，也是对城市发展政策的折射［１９⁃２０］。 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基于深港两地的多期历史土地覆被数据，描述了 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深圳和香港的景观格局变化；从两地景

观格局演变的时空分异特征入手，试图探讨相同类型的驱动因素在两地景观格局演变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旨
在挖掘两地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景观格局演变差异化的直接原因与背景政策，将景观格局融入城市规划与环境

管理，为协调和指导两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图 １　 深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地理区位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ＧＢＡ）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深圳与香港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东南部（北纬 ２２°
８′—２２°５２′，东经 １１３°４４′—１１４°３８′） （图 １），处于亚热

带季风气候区，两地以深圳河为界，水热条件相似。 深

圳全境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大部分地区地形为低山、平
缓台地和阶地丘陵，而香港三面环海，山地多平地少。
２０２０ 年，人造地表景观约占深圳国土面积的 ４６％，林地

景观占 ２８％；香港主要的景观类型则为林地景观，占其

国土面积的 ５４％，人造地表景观排第二，占境域面积

的 １８％。
１９８０ 年，深圳被设立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过

４０ 余年飞速发展，成为全国 ４ 个超大城市之一；香港在

“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实现了由

９１７８　 ２２ 期 　 　 　 吴健生　 等：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深港景观格局演变时空分异与趋势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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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经济长期保持高度繁荣发展。 近年来香港经济发展有所放缓，深圳 ＧＤＰ 增长规模及

速度遥遥领先。 尽管目前香港人均 ＧＤＰ 依然远超深圳，但二者差距在不断缩小。 ２０１８ 年，深圳 ＧＤＰ 首次超

过香港，跃居粤港澳大湾区龙头。 ２０００ 年以来深港人均 ＧＤＰ 变化如图 ２ 所示，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深圳统计局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图 ２　 ２０００ 年以来深港人均 ＧＤＰ、林地占比、人造地表占比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１．２　 数据来源

研究选用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３０ｍ 全球地表覆盖数据）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 ３ 期土地覆被产品，数据总体

精度超过 ８０％［２１⁃２２］，该数据产品将深港地表覆被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灌木地、湿地、水体、人造地表、裸
地、其它等九类景观。

结合深圳与香港的实际情况，参考现有文献研究进展［２３⁃２５］，分析总结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气候条件与

区位因素四类驱动因素，选取了包括人口密度（Ｘ１）、经济水平（Ｘ２）、高程（ＤＥＭ）（Ｘ３）、坡度（Ｘ４）、年平均气温

（Ｘ５）、年平均降水（Ｘ６）、距主要铁路距离（Ｘ７）、距主要公路距离（Ｘ８）、距三级以上水系距离（Ｘ９）在内的 ９ 个驱动

因子。 目前已有许多文献证明了夜间灯光数据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可行性［２６⁃２８］，本文选择夜间灯光数据代替

ＧＤＰ 统计数据，能够较好表征经济发展的空间异质性。 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数据来源见表 １。

表 １　 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

数据 ／因子
Ｄａｔａ ／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分辨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基础数据 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 土地覆盖数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３０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ｏｍ ／
行政区划数据 ２０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社会经济因素 人口密度（Ｘ１） ２０１５ １ｋ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ａｔｐａｌｄａ．ｃｏ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夜间灯光数据（Ｘ２） ２０１５ １ｋｍ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ＹＧＩＶＣＤ
自然因素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Ｍ（Ｘ３） ２００９ ３０ｍ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Ｖ２

坡度（Ｘ４） ２００９ ３０ｍ 由 ＤＥＭ 计算得来

气候因素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年平均气温（Ｘ５） ２０１５ １ｋ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年平均降水（Ｘ６） ２０１５ １ｋ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区位因素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距主要铁路距离（Ｘ７） ２０１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距主要公路距离（Ｘ８） ２０１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距三级以上水系距离（Ｘ９） ２０１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０２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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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地学信息图谱

土地覆盖的变化影响了景观斑块类型和时空配置，进而引起景观格局的整体改变［２９］。 地学信息图谱是

一种以多维符号与动态可视化技术，通过抽象概括特征表述区域自然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时态演进和空间分

异的方法［３０］，也常用于景观类型的转移特征分析［３１⁃３３］。 景观类型的转移包含转入和转出两个过程，本研究中

将景观类型的转入定义为涨势图谱，转出定义为落势图谱，分别表示该类型景观的增加与减少。 针对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 数据集，利用式（１）在 ＡｒｃＧＩＳ 进行地图代数运算，可以得到景观图谱栅格单元。
Ｃ ＝ Ａ × １００ ＋ Ｂ （１）

式中，Ｃ 为研究时段新的景观图谱栅格单元；Ａ 为前一时刻景观图谱栅格单元属性值；Ｂ 为后一时刻景观图谱

栅格单元属性值。 图谱空间单元统一按照土地覆被数据集设定为 ３０ｍ，时间单元上分别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 ３ 个时间段内的景观转移特征。
２．２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景观格局指数能够量化表示景观格局特征［３４］，参考相关研究［２， ３５⁃３８］，从斑块组成、连通性、形状复杂性、
聚集与碎裂化程度四个维度选取指标刻画深圳和香港的城市土地覆盖景观格局特征。 在斑块类型水平上选

取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斑块类型面积、平均最近距离 ３ 个指标，在景观水平上选取边缘密度、斑块密度、面
积加权平均斑块分形、蔓延度、聚集度、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 ７ 个指标。 相关指数的具体含义见

表 ２。

表 ２　 景观格局指数说明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景观格局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缩写 ／ 单位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 ／ Ｕｎｉｔ

生态学含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斑块所占景观面积
比例

ＰＬＡＮＤ ／ ％ 表示某一斑块类型的总面积占整个景观面积的百分比。 比例大则表
明该类型为优势景观类型。

斑块类型面积 ＣＡ ／ （ｈｍ２） 表示景观中同一类型的所有斑块的总面积。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 ＳＨＤＩ 各斑块类型的面积比乘以其值的自然对数之后的和的负值，ＳＨＤＩ 增大
表明斑块类型增加或者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均衡化分布。

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 ＳＨＥＩ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是指给定景观丰度下的最大可能多样性；ＳＨＥＩ ＝ ０ 表明
景观仅有一中斑块组成，无多样性；ＳＨＥＩ＝ １ 表明有最大多样性。

连通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平均最近距离 ＥＮＮ＿ＭＮ ／ ｍ

同类型的斑块的最短直线距离之和除以具有最近距离的斑块总数。
值越大，表明同类型斑块间隔距离远，分布较离散；反之表明同类斑块
呈团聚分布。

形状复杂性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面积加权的平均斑
块分形数

ＡＷＭＰＦＤ
表征景观格局总体特征的重要指标。 范围［１，２］，ＡＷＭＰＦＤ＝ １ 表示形
状最简单的正方形或圆形；ＡＷＭＰＦＤ＝ ２ 代表周长最复杂的斑块类型，
通常值的上限为 １．５。

边缘密度 ＥＤ ／ （ｍ ／ ｈｍ２）
表征景观被边界的分割程度。 值越大，表明景观被分割程度越高；反
之景观被分割的程度越低。

聚集和碎裂化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蔓延度 ＣＯＮＴＡＧ ／ ％ 表征景观里不同斑块类型的团聚程度或延展趋势。 值越大，表明景观

连通性越强；反之景观连通性越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聚集度指数 ＡＩ ／ ％ 表征斑块的聚集程度。 值越大，表明斑块聚集越紧密；反之表明斑块
聚集越稀疏。

斑块密度 ＰＤ ／ （个 ／ １００ｈｍ２）
表示单位面积给定类型的斑块数目。 值越大，表明斑块破碎度越大；
反之表明斑块破碎度越低小。

　 　 ＰＬ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Ａ：Ｔｏ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ａ；ＳＨＤＩ：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ＳＨＥＩ：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ＥＮＮ＿ＭＮ：Ｍｅａｎ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ＷＭＰＦＤ：Ａｒｅ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ｐａｔｃｈ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ＥＤ：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ＮＴＡＧ：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ＡＩ：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ＰＤ：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３　 地理探测器

王劲峰等［３９］提出的地理探测器能够用于量化地理要素分层异质性，探究空间上分异地理现象的驱动因

１２７８　 ２２ 期 　 　 　 吴健生　 等：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深港景观格局演变时空分异与趋势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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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其作用大小，包含生态探测器、因子探测器、交互作用探测器和风险探测器 ４ 个探测器模块。
利用因子探测器可以分析影响深圳与香港整体景观格局变化的各驱动因子的作用大小，而该模型要求输

入的自变量 Ｘ 为离散的类型变量。 为此，本文基于自然断点法将连续变化的自变量因子进行离散化分为 ９
类。 随后，基于 ｑ 统计量判断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时间段内，各驱动因子 Ｘ 对景观类型 Ｙ 空间变化的解释力度。 ｑ
的值域为［０，１］，其值越大表示驱动因子 Ｘ 对景观类型 Ｙ 发生空间变化的解释力度越强，其公式为：

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σ２

ｈ

Ｎσ２ （２）

式中，Ｌ 表示驱动因子 Ｘ 的分层或分类； Ｎｈ 和 Ｎ 分别表示层 ｈ 和全区的单元数； σ２
ｈ 和 σ２ 分别表示层 ｈ 和全

区的 Ｙ 值的方差。
２．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探究景观变化的驱动力研究中［４０］。 本研究中，以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为研

究时段，应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探究各驱动因子对单一景观类型变化的影响，将各驱动因子连续值作为自变量

Ｘ，标准化后代入计算公式。 针对每一类景观，将发生类型变化的栅格值重设为 １，未发生变化的栅格值重设

为 ０，求解特定景观类型发生转化的概率值作为因变量。 随后基于最大似然法，分析深圳与香港景观变化过

程的依据和因果关系。 景观类型 ｉ 发生转化的概率计算公式如下：

ｌｏｇ
Ｐ ｉ

１ － Ｐ ｉ

æ

è
ç

ö

ø
÷ ＝ α ＋ β１Ｘ１ ＋ β２Ｘ２ ＋ … ＋ βｎＸｍ ＋ ε （３）

式中， Ｐ ｉ 表示其他景观转化为景观类型 ｉ 的概率； Ｘｍ 表示驱动因子； βｎ 为对应回归系数值； α 是常数。 βｎ 的正

负表示该驱动因子能增大或减少转变为景观 ｉ 的概率的贡献； βｎ 的绝对值越大，则说明该驱动因子对转化为

景观类型 ｉ 的概率贡献越大；反之越小。 样本量越大，残差 ε 越接近于正态分布。 使用 ＳＰＳＳ 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采用 Ｏｍｎｉｂｕｓ 检验 Ｐ 值进行模型系数的综合诊断，Ｐ＜０．０５ 表示模型总体有意义；以驱动力系数判断其解

释力度；利用变量 Ｐ 值判断变量留在模型中是否合适，一般而言 Ｐ＜０．０５ 说明变量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使
用 ＲＯＣ 值检验模型预测效果，其范围在［０，１］内，越接近于 １ 表示模型预测效果越好。
２．５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

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模型（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结合了马尔科夫链（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Ｃ）和元胞自动机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 ＣＡ） ［４１］的特点，能够基于历史景观格局演变数据对未来情景的景观格局进行数量模拟和

空间分配［４２⁃４４］。 本研究中，分别基于深港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景观类型转移矩阵，计算深圳和香港两个区域内各

景观类型的转移概率 Ｐ ｉｊ ，应用马尔科夫链对未来各类型景观的数量进行预测，然后在分别分析两个区域各景

观类型驱动因子作用大小的基础上，设置 ＣＡ 模型迭代次数为 １０，每年迭代一次，对预测的景观数量进行空间

分配。

Ｐ ｉｊ ＝
Ｐ１１ … Ｐ１ｎ

︙ ⋱ ︙
Ｐｎ１ … Ｐｎｎ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０ ≤ Ｐ ｉｊ ＜ １ 且 ∑
ｎ

ｊ ＝ １
Ｐ ｉｊ ＝ １　 　 （ ｉ，ｊ ＝ １，２，…，ｎ） （４）

Ｓ（ ｔ ＋１） ＝ Ｐ ｉｊ × Ｓ ｔ( ) （５）
式中， Ｐ ｉｊ 为景观类型 ｉ 转变为类型 ｊ 的概率矩阵； Ｓ ｔ( ) 、 Ｓ（ ｔ ＋１） 为 ｔ、ｔ＋１ 时期的景观现状图。

依据元胞自动机模型，对 ｔ＋１ 时刻的各景观类型数量进行空间分配得到其空间分布，Ｓ 为元胞有限、离散

状态的集合，Ｎ 为元胞的邻域，ｆ 为局部空间的元胞转化规则，其公式如下：
Ｓ（ ｔ，ｔ ＋ １） ＝ ｆ（Ｓ（ ｔ），Ｎ） （６）

模型精度验证利用 ＩＤＲＩＳＩ 软件中的 ＣＲＯＳＳＴＡＢ 模块进行。 以 ２０１０ 年为起始时刻，分别预测得到 ２０２０
年深港两地的景观类型，与 ２０２０ 年的实际景观类型进行交叉验证。 结果显示，深港两地的预测景观类型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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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ｐｐａ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１４８、０．８５３０，模型精度较高，能够反映未来时期的景观格局。 故研究以 ２０２０ 年为起始时

刻，利用通过验证的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模拟自然增长情境下 ２０３０ 年深港景观格局。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深港两地景观类型时空演化特征

裸地景观数量太少不便分析，将其合并至其它用地景观类型，故本研究依据地表覆被类型将研究区分为

８ 种景观。 根据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 土地覆盖数据集以及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预测结果，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 ４ 期深港景

观格局分布图（图 ３）。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深港土地覆被分类图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ｍａｐ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３０

根据 ４ 期景观格局分布图，计算得到深港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制作景观类型转移弦图（图 ４）与涨落势图

谱（图 ５），分析深圳与香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两个时间段内景观类型发生的实际演变特征与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景观类型的预测变化趋势特征。 结果显示，各个时段内深港各类景观面积都发生了程度不一

的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期间，深港两地景观类型演变特征各异。 深圳境内人造地表面积迅速扩张，主要集中在宝

安区、南山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等地区。 具体来看，水域和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分别约减少至原来面积的

５９％，４９％，主要缩减区域分布在宝安区；草地面积减少至原来的 ６７％左右，主要转变为人造地表和灌木地；耕
地面积约减少 ２２％，多转变为人造地表；林地总面积变化不大。 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深圳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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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面积大幅增加，经济社会活动逐渐活跃。 从涨落势图谱来看，深圳市围湖造田、占用耕地现象仍有发生，
但已经初步具有退耕还林的意识。 而同时期的香港，景观演变特征有所不同。 香港人造地表反而呈斑块收缩

的趋势，面积有小幅度减少，分别转变为林地、灌木地等景观类型，分散在各个区内；湿地面积明显增加，集中

在天水围；草地、水域、耕地面积均有不同幅度的减少，主要转变为林地；林地的增加集中在香港与深圳接壤的

北区以及元朗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深圳和香港景观类型演变特征相似，均呈现出人造地表面积大幅度增长，草地、林

地、灌木地、湿地等自然景观不同程度的缩减，转出强度大于转入强度的现象。 其中，深圳市林地的转移面积

最大，其次为耕地，转出比例占原耕地面积的 ４３％左右；人造地表的转入主要集中在宝安区、光明新区、南山

区和龙华新区，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 香港的人造地表扩张主要发生在香港北部平原地区，
林地转入的贡献率最大，占人造地表总转入面积的 ６３％左右。 两地景观变化亦存在差异性，具体表现在香港

耕地和水体景观面积均有小幅度增加，而深圳则恰恰相反，尤其是耕地，存在大面积缩减的现象。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的预测转变结果表明，深港两地未来十年的景观类型转移依然很活跃。 人造地表和林地

将依然是深圳的主要景观类型，分别占据总面积的 ５１％和 ２６％左右，在以人口和夜间灯光为表征的社会经济

因子驱动下，人造地表的景观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 到 ２０３０ 年，深圳市的草地、灌木地等自然景观总面积有

所增加，而林地、湿地、水体等景观面积减少。 至于香港，尽管其林地面积占比依然超过国土面积的 ４８％，但
是其林地面积总量呈现减少趋势，人造地表和耕地景观的数量增加趋势明显，草地、灌木地、水体等低植被覆

盖的生态用地面积也将持续扩大。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深港景观类型转移弦图

Ｆｉｇ．４　 Ｃｈｏｒ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３０

ＳＺ：深圳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ＨＫ：香港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３．２　 深港两地景观格局时空分异特征

从斑块类型水平来看（图 ６），在研究期内，人造地表和林地均是深港两地的优势景观类型，两地人造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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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深港涨落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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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地的 ＣＡ 和 ＰＬＡＮＤ 指数一直远高于其他景观类型，处于高水平状态。 深圳人造地表的 ＣＡ 和 ＰＬＡＮＤ 指

数持续增加，而香港人造地表的指数则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表明深圳人为活动对地表景观的影响不断

扩大，香港则存在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同时，深港两地林地的 ＣＡ 和 ＰＬＡＮＤ 指数表现出先小幅度上升而后下

降的趋势，表明两地的林地景观均是先扩张后减少。 深圳人造地表的 ＥＮＮ＿ＭＮ 指数降低，其人造地表景观趋

向于团聚分布；而香港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但是其平均值略高于深圳，表明香港的人为建设用地相比深圳

更加分散。 深圳湿地景观的 ＥＭＭ＿ＭＮ 指数明显高于其他景观，说明其湿地斑块相隔较远，深圳市湿地数量

少且呈零散分布，而深港两地的灌木地、林地、草地该指数值始终较低，表明两地这三类景观分布密集。
从景观水平来看（图 ７），研究期内深港两地 ＰＤ 和 ＥＤ 指数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两地景观的破碎

化程度将会降低，形状趋于简单。 与此同时，两地的 ＣＯＮＴＡＧ 指数和 ＡＩ 指数均不断攀升，说明其景观连通性

进一步增强，斑块聚集得更加紧密。 同时期深圳的 ＰＤ 和 ＥＤ 指数均高于香港，ＣＯＮＴＡＧ 指数和 ＡＩ 指数均低

于香港，表明深圳斑块破碎化程度相较于香港更高，斑块分布更加分散，景观蔓延度和延展性能较弱。 研究时

段内，深港两地景观 ＡＷＭＰＦＤ 指数均维持在 １．２ 左右，没有明显的波动趋势，景观整体形状较简单。 ＳＨＤＩ 指
数强调稀有斑块类型对信息的贡献，能反映景观的异质性。 深圳市的 ＳＨＤＩ 指数逐年下降，ＳＨＥＩ 指数亦由

０．８２左右下降至 ０．６７ 左右，说明深圳市的景观非均衡化分布趋势愈发明显，优势景观愈加突出；而香港的

ＳＨＤＩ 和 ＳＨＥＩ 指数均先下降后上升，且数值均略低于深圳。 ＳＨＤＩ 指数的变化趋势说明香港各斑块景观分布

从非均衡向均衡性发展，而 ＳＨＥＩ 指数的变化则说明景观中斑块优势度先增加后减少，结合上文对面积变化

的分析，可以发现是由于林地作为香港的优势景观类型，其面积先增后减，影响了香港 ＳＨＥＩ 指数的变化。 在

香港有众多岛屿的前提下，尽管深圳斑块密度与边缘密度逐年降低，但是其景观斑块密度与边缘密度仍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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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深港斑块类型水平的景观格局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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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高于香港，景观破碎相对较严重。
３．３　 深港两地景观格局演变驱动力

①因子探测器

应用 ｑ 值判断解释各驱动因子对深港整体景观类型发生变化的驱动力，ｑ 值大小代表各因子对景观类型

变化的解释度强弱，如图 ８ 所示。 结果发现，深圳和香港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因子解释力排序依次为： Ｘ２ ＞
Ｘ４ ＞ Ｘ３ ＞ Ｘ１ ＞ Ｘ９ ＞ Ｘ５ ＞ Ｘ６ ＞ Ｘ８ ＞ Ｘ７ ， Ｘ３ ＞ Ｘ２ ＞ Ｘ９ ＞ Ｘ４ ＞ Ｘ８ ＞ Ｘ７ ＞ Ｘ６ ＞ Ｘ１ ＞ Ｘ５ 。 反映地表形态

的 ＤＥＭ（Ｘ３）数据和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夜间灯光（Ｘ２）数据所表征的驱动因子，对两地景观格局改变的影响

都很大。 该结果表明，除了地表自身条件高程本身会对景观格局的变化起重要作用外，人类活动干扰程度也

对其有显著影响，而年平均气温（Ｘ５）和降水（Ｘ６）对景观格局变化的解释力度都一般。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深港两地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人均 ＧＤＰ 显著提升，两地景观受到了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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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深港景观水平的景观格局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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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为活动干扰，人造地表斑块面积不断增加，对两地景观格局产生了影响。 比较而言，深圳和香港景观类型

整体变化均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交互影响，但因子作用解释力排序有所差别。 深圳景观类型变化受到

夜间灯光（Ｘ２）、坡度（Ｘ４）、ＤＥＭ（Ｘ５）、人口密度（Ｘ１）等人为与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更多，与此相比，距主要水

系的距离（Ｘ９）等地理区位因素也对香港景观类型变化的解释力也很大。
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针对各景观类型分别建立 Ｌｏｇｉｔ 回归变换模型，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各景观类型变化的解释变量及其重要

性（表 ３）。 根据 Ｐ 值判断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所有模型整体均通过拟合优度检验，故有 ９５％的可能性认为该

模型是有效的。
根据 ＲＯＣ 曲线评价结果，多数模型 ＲＯＣ 值＞０．８ 有较高准确性，其余模型 ＲＯＣ 处于［０．６，０．８］区间内，表

明利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对深港单个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因子的分析准确可信。 由于深圳转换为湿地的景观数

量太少，无法采样，故在此不进行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相同驱动因子对深港两地景观变化的作用力存在共性。 如影响两地耕地扩张较为重要

的相同解释变量是人口密度（Ｘ１）、夜间灯光（Ｘ２）和坡度（Ｘ４）。 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所表征的人为活动造成

对耕地资源的占用，因而对两地耕地扩张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坡度作为相对重要的解释变量，坡度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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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深港主要景观类型演变驱动力解释力度大小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地区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ｓ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灌木地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水体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

人造地表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其它用地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

深圳 Ｘ１ －０．５３∗∗ －０．０４ －０．４８∗∗∗ ０．００ —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２４
Ｘ２ －２．００∗∗∗ －０．２５∗∗∗ －０．３７∗∗∗ －０．９７∗∗∗ — －０．８３∗∗∗ ０．８４∗∗∗ －０．９３
Ｘ３ －０．４７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５ — －０．４２∗∗∗ －０．５８∗∗∗ －１．００
Ｘ４ －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１４∗∗∗ ０．３１∗∗∗ — －０．９１∗∗∗ －０．３３∗∗∗ －０．２０
Ｘ５ １．０９∗∗∗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０５ — －０．７０∗∗∗ －０．５６∗∗∗ １．３０
Ｘ６ －０．８３∗ －０．１３ －０．８０∗∗∗ －０．４５ — －０．０７ １．０６∗∗∗ －０．４８
Ｘ７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９ －１．０３∗∗∗ — －０．４７∗∗∗ ０．０８ ２．３３∗∗∗

Ｘ８ －０．６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１．０３∗∗∗ — ０．３１∗∗ －０．０６ －２．０８∗

Ｘ９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７１∗∗∗ ０．１５ — －０．４３ ０．２６′ ２．３９
常量 －４．５２∗∗∗ －１．７３∗∗∗ －２．５２∗∗∗ －３．５５∗∗∗ — －３．６０∗∗∗ ０．３６∗∗∗ －９．１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ＲＯＣ 值 ０．８４ ０．６９ ０．６８ ０．８７ — ０．７５ ０．８０ ０．９７

香港 Ｘ１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７６∗∗ －２．９８ －０．４６′ ０．０６ ０．７７∗∗∗

Ｘ２ －０．４６∗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３１ －１０．２５′ －０．０９ ０．２７∗∗∗ －１．４６∗∗∗

Ｘ３ －０．１４ ０．２７∗∗∗ ０．３８∗∗∗ ０．３０′ －６１．１２ －０．３１ －０．７４∗∗∗ －１６．９３∗∗∗

Ｘ４ －０．４１∗∗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６０∗∗∗ －９．５６ －０．６７∗ －０．３５∗∗∗ ０．８１∗

Ｘ５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１６ １．１３∗∗∗ １．３９ ０．７９′ －０．３８∗∗∗ －０．８３∗∗

Ｘ６ ３．６７∗∗ －０．６１ －４．４２∗∗∗ ８．０７∗∗∗ －９．０３ ４．７１∗∗ －３．２６∗∗∗ ３．７３∗∗

Ｘ７ －２．７５∗∗∗ ０．１３ １．９０∗∗∗ －３．１０∗∗∗ ３．０８ －３．１７∗∗∗ ０．００ ０．２４
Ｘ８ ５．４４∗∗∗ －１．１８∗ －４．０２∗∗∗ ８．８５∗∗∗ －１３．９９ ６．７５∗∗∗ －２．２６∗∗∗ ２．６９∗

Ｘ９ －１．１１∗ ０．１５ －０．３３ ０．３７ ２．５４ －２．１３∗∗ －１．６７∗∗∗ ２．０９∗∗∗

常量 －３．８０∗∗∗ －０．２７∗∗∗ －２．５２∗∗∗ －３．５２∗∗∗ －６０．０２′ －４．６６∗∗∗ －１．１１∗∗∗ －１２．７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ＲＯＣ 值 ０．８１ ０．６５ ０．８０ ０．８４ １．００ ０．８１ ０．７３ ０．９６

　 　 ∗∗∗表示变量 Ｐ＜０．０００；∗∗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１

图 ８　 深港景观格局演变驱动力 ｑ 值雷达图

　 Ｆｉｇ．８　 ｑ⁃ｖａｌｕｅ ｒａｄａｒ ｍａｐ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Ｘ１： 人口密度；Ｘ２： 经济水平；Ｘ３： 高程（ＤＥＭ）；Ｘ４： 坡度；Ｘ５： 年

平均气温；Ｘ６： 年平均降水；Ｘ７： 距主要铁路距离；Ｘ８： 距主要公

路距离；Ｘ９： 距三级以上水系距离

加会抑制影响耕地的产生分布。 影响深港两地人造地

表变化的共同解释变量为夜间灯光所表征的经济水平

（Ｘ２），其与两地人造地表的转入概率均具有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 ＤＥＭ（Ｘ３）、坡度（Ｘ４）与年平均气温（Ｘ５）等
自然因素对深港两地人造地表景观的产生均具有负向

作用。 除此之外，两地人造地表的景观还受到距主要公

路的距离（Ｘ８）的影响，从路网分布上可以看出，该因子

影响了建设用地表景观扩张的方向和速率。
针对林地、草地、灌木地、水体等生态景观，两地景

观扩张的部分驱动因子作用方向上存在一致性。 结果

显示：坡度（Ｘ４）对深港两地草地、灌木地、林地等景观

的扩张具有积极影响。 距主要铁路的距离（Ｘ６）与坡度

（Ｘ４）是制约两地水体的扩张的最重要因子，其值与水

体的扩张分布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部分驱动因子在两地的景观扩张的作用效果上又

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年平均降水（Ｘ６）对香港耕地的分

布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但在深圳则表现为抑制耕地的

产生。 研究时段内，深圳年平均降水为 １２９３ｍｍ，香港

为 ９１１ｍｍ。 降水对耕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降

８２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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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土地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充足的水源供应是发展耕地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降水过量会导致水土流失，
对农业生产具有负面影响［４５］。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４．１．１　 景观格局的形成及驱动分析

景观类型划分的差异对景观格局指数具有显著影响［４６］，本研究中采用同一个景观类型分类系统，能较好

地避免由于分类系统导致的深圳与香港两地的分析误差。 ２０００ 年后，深圳建设用地大范围扩张，而香港建设

用地增长速率缓慢，这与当前许多研究结果一致［１７， ４７⁃４８］。 本文的结果发现两地人造地表的扩张的阶段性特

征与两地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趋势具有耦合关系（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深圳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人均

ＧＤＰ 由人均 ３ 万增长到 １０ 万，新增人造地表面积为 １４０ｋｍ２，同比增长 ２１％。 而同时期的香港城市化进程远

超深圳，人均 ＧＤＰ 同比增长 ２８％，增长速度放缓，人造地表面积不增反减。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深圳人造地表面

积持续扩张，面积同比增长 ２２％，人均 ＧＤＰ 增长速率增大。 此时香港人造地表面积增加 ５８ｋｍ２，人均 ＧＤＰ 相

较于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４４％，增长速率远高于前一阶段。 两地人造地表景观与人均 ＧＤＰ 的阶段性变化一致，是经

济发展的折射表现之一。
城市的扩张特征反映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受到社会经济与自然条件的共同驱动。 深港两地

自然地理条件相似，自然因素如 ＤＥＭ、坡度等共同限定了人造地表扩张的方向与总体格局，而一国两制、改革

开放等制度政策因素，主要公路及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则决定了景观的变化细节。 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印发，两地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景观变化在多种因素的作

用下具有趋同趋势。
４．１．２　 景观格局变化的政策启示

一方面，从两地已有的规划政策来看，虽然深圳市在 １９９８ 年编制法定图则政策的过程中借鉴了香港的经

验［１２， ４９］，但两地发展程度不一，制度引领有所区别，实际景观所呈现的政策落地效果存在差异。 ２０００ 年以

来，深圳仍处于经济建设高速发展时期，早期 ＧＤＰ 的迅速增长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的支撑，人造地表面积的

不断增加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下的必然结果。 而同一时期的香港，城市化发展阶段快于深圳，公众的环

保利益诉求不断增加［５０］，ＧＤＰ 增长与发展速度放缓，人造地表面积扩张速度也随之减缓。
另一方面，从两地未来的发展来看，作为沿海城市与岛屿城市，土地资源紧张，如何发展存量、合理利用土

地，在较长时间内都将是两个城市未来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 香港人造地表面积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内先降后

升，无明显变化趋势，而深圳则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 香港作为一个拥有诸多岛屿的岛城，预测未来的景观整

体的蔓延度（ＣＯＮＴＡＧ）和聚集度（ＡＩ）仍高于深圳，景观连通性和聚集程度较高，城市发展紧凑。 而 ２０２０ 年

深圳人造地表斑块面积指数（ＣＡ）约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５ 倍，城市仍处于快速扩张状态。 建成区的快速扩张造成

了巨大的土地资源压力［５１］，适合发展的土地不断缩减。 借鉴香港经验建设发展紧凑城市［１１］，是深圳未来城

市建设一种可能的方式。 此外，在进行存量优化时，两地都应同时保证质量与数量［５２］，通过控制景观格局的

有序变化，保持城市景观的多样性与均衡性，促进人与生态和谐发展。
４．２　 结论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深圳和香港景观类型的变化会持续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交互影响，但是影响两地

景观类型整体发生转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不尽相同：（１）夜间灯光表征的经济水平是驱动两地人

造地表景观扩张的重要因子；（２）深圳景观类型变化受到夜间灯光、坡度、ＤＥＭ、人口密度等人为与自然因素

的共同驱动；（３）香港景观类型变化的驱动力中距主要水系的距离等地理区位因素占比较大。 在上述因素的

作用下，深港两地的景观格局演变呈现如下规律：
（１）深港两地的优势景观类型将保持不变。 深港两地优势景观人造地表的面积将会持续增加，林地依旧

９２７８　 ２２ 期 　 　 　 吴健生　 等：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年深港景观格局演变时空分异与趋势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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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地的相对优势景观之一。 深港两地景观类型的转移十分频繁，深圳人造地表面积逐年增加，而香港的林

地景观则会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整体上两地林地景观面积均减少，但深港多山多丘陵，除人造地表外，
林地仍会保持相对优势。

（２）深港两地的景观格局演变将趋同存异。 从景观尺度看，在不同的驱动因子作用下，两地的景观的形

状都将保持较低的复杂度，破碎度也进一步降低，但是深圳的景观破碎度仍然大于香港。 深圳景观多样性进

一步增强的同时，人造地表景观将会进一步呈团聚状分布，而这一景观在香港则不会呈现明显的变化趋势。
从政策指引的角度看，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的引领下，两地景观变化偏向趋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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